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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批评框架下，本文旨在分析伏尔泰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及其在政治启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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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赵氏孤儿》于 1735 年经由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的翻译传入法国，不仅开启了中国戏剧在海外传播的先河，同时也

是儒家道德观念与西方启蒙政治哲学交汇的典型例证。伏尔泰以此为蓝本，创

作了广受欢迎的《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 1755）。新剧在情节

背景和人物塑造上与原作有着显著的变化。从《赵氏孤儿》中春秋时期晋国

奸臣屠岸贾对赵家的陷害以及程婴救孤的英勇传奇，到《中国孤儿》成吉思

汗征服中原、试图灭绝前朝遗孤而最终被儒家文人的品德所感化、宣布大赦

的故事线，跨文化叙事在启蒙伦理思想下得到了重构和创新。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概念体系中，‘伦理’主要指的是文学作品所

创造的世界中维持人际关系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0）1。依此理论视角，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孤儿》

的伦理解读，深入探析其所体现的德政、秩序、礼治等儒家元素，及其与西

方“开明专制”理念的交织与对话。通过分析剧中的关键场景和人物行为，本

文旨在解读戏剧作品如何映射和审视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伦理思想和社会

变革。19 世纪德国学者威廉·罗希纳（Wilhelm Roschner）首先提出“开明专

制”这一政治术语，将之定义为开明原则下的绝对主义。2 这一思想观念影响

了启蒙时代的许多欧洲国家，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乃该理念的捍卫者之一。尽

管伏尔泰对东方道德的追求已受到学界关注 3，但鲜有学者从文学伦理学批评 4

的维度，解读《中国孤儿》的伦理书写。特别是关于伏尔泰如何通过儒学元

素来解构传统悲剧的二元对立，并推动背后“开明专制”理想发酵的讨论，尚

待进一步深化。伏尔泰高度重视戏剧场域的张力，关注观众的审美体验，并

强调艺术与思想的共鸣。本文立足于《中国孤儿》“文学性”与“伦理性”相

1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2   参见 Jérôme Hélie, “L’Europe des Despotes Éclairés,” Le XVIIIe siècle, edited by Jérôme Hé-
lie, Paris: Armand Colin, 2021, 255-281.
3   参见 刘艳春、赵长江：“《赵氏孤儿》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河北学刊》1（2015）：

95-99；吕世生：“元剧《赵氏孤儿》翻译与改写的文化调适”，《中国翻译》4（2012）：

65-69。
4   参见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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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相成的特性，探究促成该剧成功的解构技巧，同时挖掘其背后超越文本的

思想意义。

一、善恶之间：戏剧人物的伦理抉择

从元杂剧《赵氏孤儿》到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传统的善恶对立在人

物塑造上被巧妙地解构，造就剧情的跌宕起伏、叙事的层次厚度，展示了文

学描绘道德选择的复杂性。“道德选择帮助赋予人类以理性和道德意识，从

而最终使他们成为具有道德性的存在”（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86）。伏尔泰通过刻画人物的道德决

策，揭示了人类从伦理层面的进步。

在《赵氏孤儿》中，正面角色忠诚诚实，反面角色狡诈凶残，二者交锋尖

锐，没有中间地带，体现了冲突的外在化与绝对化。在邪恶的人物范畴内，纪

君祥只设置了一个消极角色：屠岸贾。此人物残暴至极，其恶行甚至从外貌上

可见，足以平衡余下五个善良角色。这种二元对立的人物体系强化了元杂剧中

英勇主义的效果，对恶行的谴责也愈发明显。然则，纵观《赵氏孤儿》整个剧

情，反派形象虽具经典之风，但其主要作用仅在于作为与主角立场相对立的敌

方力量。反派本身特质并未得以充分展现，更多时候仅作为需被击败的对象。伏

尔泰认为，倘若延续《赵氏孤儿》中反派人物至恶至暴的路线发展，只能铸就

英雄叙事的史诗故事范式，而真正的突破尚未形成。故此，伏尔泰创设全新“反

派角色”：成吉思汗。他并非单纯作为正义对立面而存在，而是“介于两个极

端之间的英雄”（Roubine 11）。

伏尔泰保留了善恶的基本划分，但利用儒家道德元素，对非黑即白的二

元论展开解构，创造了更为复杂的道德景观。他认为，元杂剧中的刚性对立

难免令人陷入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情绪，反而会模糊西方悲剧中必不可少的

悲怆情绪。深受法国古典悲剧“两难”法则的影响，伏尔泰强调《中国孤儿》

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可以赢得所有人心”（“A Monsieur le Maréchal Duc de 
Richelieu” 109）。因此，在人物塑造上，他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三角框架。一

边是伊达美和扎姆梯夫妇，善良正直的儒家文人。一边是成吉思汗的副将奥

克塔，凶狠残忍的鞑靼侵略者。这两派人物作为典型的好人和坏人，是静态

的人物，性格是无任何明显变化的。支撑这两边的中间人物就是第三派人物

成吉思汗，其性格立体多元，游走于善恶之间，集善战、钟情、凶狠于一身。他

内心的儒家化过程象征了善恶的转换和文明的升华。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看，伏尔泰通过塑造成吉思汗这一具有多维度

属性的角色，不仅是在描绘人物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在审视这

些关系如何反映和质疑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和秩序。在赞美中国文明的同

时，他还引出一个启蒙伦理家广泛讨论的问题：如果善是公平正义，社会良

序的标准，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先进文明屡次被落后文明所征服？伏尔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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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姆梯在第一幕第一场的台词：“何用崇尚美德之光？吾辈本钟爱和平之

道，立法者曾为世间楷模；法典曾引领万物之规：然皆成徒劳，智慧遭践

踏；力量摧枯拉朽”（L’Orphelin de la Chine, 1.1, 127）1来体现这种道德冲突

和文明的挑战。

此独白直击启蒙时代部分欧洲伦理思想家持有的“道德无用论”的观

点。2这一观点与以“德治”学说为核心的“道德决定论”相反，否定道德的

能动教化作用。然而，伏尔泰坚信，尽管无德的势力可能暂时以武力征服有

德之民，但最终也会被自身的野蛮所反噬。他借成吉思汗之角探讨了道德进

步的可能性，揭示了即便是最初缺乏道德导向的人，在理解道德真谛后，也

能朝着正义转变。因此善恶并非黑白对立，道德与理性也非二律背反。理性

与道德之间是相互依存和交替上升的关系，影射了法治产生、发展过程中的

文明运行轨迹。所以，面对18世纪部分思想家对于道德进步和理性思维之间

的联系持有的质疑态度，伏尔泰将进一步进行反击。他通过解构“理性与道

德”的二元对立，证明道德进步本质是个识智的过程。

二、理性与道德：伏尔泰视域下的君德体系

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成功地“挖掘了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还

显著“发挥了文学作品的教诲功能”（唐洁 杨金才 156）。这一理论方法

在理解《中国孤儿》中展现的教化力量方面显示出其批评实践意义。伏尔泰

在作品中强调了美德在文明社会中的关键作用，反对将理性置于道德的对立

面。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思维就是一种实用理性，对孔子主张的“为政以德”充

满敬意。《中国孤儿》贯穿了一个核心观点：美德是可以复制与习得的。在

第一幕第一场中，伊达美感叹道：“或许潜心所愿，将此猛狮于吾铁笼中致

驯顺，使蛮夷适应我国风俗礼仪”（1.1, 127）。伏尔泰通过伊达美的话语提

出了进一步的伦理问题：是否能够通过善政引导固步自封的帝王成吉思汗，使

其免于沦为肆意践踏一切的暴君？

在伊达美的思想语境中，“美德”被视作文明和野蛮的分水岭。启蒙时

代，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批判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专制统治，认为

其必将导致暴力。3而伏尔泰反对这种缺乏中间环节的观念，他积极寻求一个

文化缓冲地带，即“君主与道德家联盟”的开明专制。他认为，依靠道德秩

序建立的君主专制乃科学理性之本，而非冲动感性。4这种君主就是他笔下

的成吉思汗。若说《赵氏孤儿》中的人物设定存在鲜明对立，以屠岸贾等奸

1   本文有关《中国孤儿》的引用均出自 Voltaire. L’Orphelin de la Chine, edited by Basil Guy 
(Oxford: The Voltaire Foundation, 2009). 以下引文仅标注幕、场和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参见 Catherine Puigelier, “ La vertu n’est pas un bien, c’est un devoir (Voltaire),” La vertu, 
edited by Jean Foye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9, 27-63.
3   参见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Paris: GF Flammarion, 2013, 97-99.
4   参见 Voltaire,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Paris: GF Flammarion, 2013, 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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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的滥杀无辜和程婴等忠臣的大公无畏为例，那么在伏尔泰塑造的成吉思汗

身上，这种脸谱化的绝对对立得到了极大的缓和。自与儒家文人相识后，原

本的暴君开始陷入对自己道德责任观的困惑。他自问：“面对战争带来的痛

苦，我应感骄傲抑或懊悔？”（2.4, 151）《赵氏孤儿》中单向、对立的人物

类型因主角内心的道德拷问而得以解构。曾摧毁一切的成吉思汗，如今对遭

受摧残的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惋惜之情，他反思道：“昔日轻视之物，皆为人

类伟大智慧结晶”（2.5, 153-154）。

成吉思汗的独白显示了伏尔泰希望通过“开明君主”改革旧制度，构建

符合理性社会的愿景。启蒙时期众多的哲学家、重农主义者和文学家都主张

建立一个开明的改革政权，然而关于如何实现此目标，意见千差万别。对那

些自居政治哲学家的人而言，理性（raison）是所有政治设想的基础。但“理

性”只是一种带着神秘色彩的理想，并非共识性的权力理论，更非政府实践。“理

性”的涵义是经济、社会和政治进行科学逻辑的研究并加以改良。那么推进

改良的动力何在？那就是来自君主权威。法国学者路易斯·特伦纳德（Louis 
Trenard）指出，支持开明专制的法国哲学家主张“君主是唯一有能力将改革

落实于那些愚昧、拘泥条规的民众的人”（629）。然而，君主采取的措施必

须服从社会效益与法律，而服从的基石便是道德。道德不仅能够照亮君主心

智，还能维系社会秩序，这种主体构建即为“理性”，而非情感、欲望与冲

动。伏尔泰通过耶稣会士的著作与信件研究中国历代皇帝，认为信奉儒家道

德的中国政权是令人钦佩的政治模式，体现了专制权力的优势，这是一种“能

够完全遵守政府法律与基本准则的绝对权力”（Quesnay 1042）。再比如，1756
年，伏尔泰在《风俗论》（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中屡次

把康熙王朝的儒家社会道德描绘成维系社会理性秩序的依据。他的其他历史

作品如《路易十四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XIV, 1751）《与凯瑟琳大帝的书

信来往》（Lettres de l'impératrice de Russie et de M. de Voltaire, 1785）《彼得

大帝的俄罗斯史》（Histoire de l’Empire de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1759）
与《中国孤儿》实际上构成一个开明专制系列的闭环，突显其认同以君王为

主体的意识形态，寻求绝对君主制与道德组织同构互通的社会伦理愿景。

因此，在《中国孤儿》中，原本可能走向贪鄙专横的成吉思汗，在汉朝

官员的美德感染下趋于温和。这一方面符合亚里士多德（Aristote）定义的“既

非善良亦非邪恶，既非纯洁无辜亦非罪不容诛”（77）的悲剧人物中间模式，另

一方面也展现了道德驯化蛮横的进步过程。本与恶人屠岸贾一样残忍疯狂的

成吉思汗，反而被扎提姆刚正不阿的英气概怀所吸引，这种精神进化在成吉

思汗的台词中随处可循，如第三幕第四场：“天呐！到了那时，吾心将会翻

然！吾心中之警醒；正被美德所降伏，泪水所驯服；吞纳吾悲伤与羞愧之叹

息！”（3.4, 172）
剧中成吉思汗的转变，反映的正是文学作品在启发道德思考、推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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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步方面的潜力。对于正受德化熏陶的成吉思汗而言，最大的矛盾并非来

自外部因素，而是现实存在与精神内涵的对立，这也是理解“进步”理念的

关键。启蒙时期的“进步”理念激起了激烈的争论。代表性的反对者，如卢

梭，对“进步”概念所蕴含的乐观主义表示否定，并在《论科学与艺术》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1750）中指出，科学、文化与技术的发

展实际上孕育了堕落，损害了自然和社会的纯朴。1伏尔泰则是进步理念的

忠实捍卫者。在《中国孤儿》的题词中，他借机讽刺卢梭的观点“野蛮原

始”（L’Orphelin de la Chine, 117）。他坚信在理性的推动下，人类无需屈服

于当前不合理的现象，也无需寻找逝去的黄金时代，而是可以在智力和道德

上取得当下的进步。在消解了道德与理性的刻板对立后，伏尔泰转向更为深

层的解构：即专制与“利他”的对立。

三、权力的调和：专制中的“利他”观念

《中国孤儿》的叙事背景以鞑靼入侵中原为历史依据，彰显了启蒙运

动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揭示专制的罪行和抵制暴政。然而，在伏尔泰的作品

中，他对彼得大帝、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等所谓专制君主给予了盛赞与高度

评价。一些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卢梭和伏尔泰关于王权的观念表面上看似背道

而驰。然而，仔细审视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卢梭的共和主义并非如人们所想

象的那般极端，而伏尔泰在私人信札中对彼得大帝的喜爱也没有他在《彼得

大帝》中所展现的那般浓厚。因此，在《中国孤儿》中，关于成吉思汗的政

治权力限度问题，伏尔泰既非完全肯定亦非全盘否定，而是着重强调儒家道

德在专制君主治理中的调节功能，显示了他对政治伦理问题的深层考量。

“文学的功能在于通过赞扬美德和惩罚恶行来教导道德价值观。其最终目

标是回答如何将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置于理性意志的控制之下的问题”（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92）。成吉思汗

的转变生动的体现了理性意志如何有效的引导和塑造美德。在接触儒家思想

之前，他对同情与仁慈一无所知。伊达美在第五幕第五场中感叹：“暴君的傲

慢无礼一览无余”（5.5, 207）。接着，伏尔泰借助儒家元素，打破善恶二元

论，探讨了与理性本身相关的道德议题。专制君主将“认知理性”转化为“实

践理性”后，首先形成了诸如“明智”和“自制”等“一己德性”。问题在

于，如何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利他”的自由品质，并在社会组织中推

动“道德德性”的落实。伏尔泰提倡精英治国，而精英所承担的责任以及社会

对他们的期待，就是在道德规范的框架内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平衡，即天下

为公。这种基于职责的个人政治道德，体现为为天下人谋利的“利他”。孔子

倡导以道德担当对抗权威，伏尔泰从中看到了道德对君主政治主体性的积极消

1   参见 Anne Deneys-Tunney, Un Autre Jean-Jacques Rousseau: Le Paradoxe de la Techn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0, 39-59.



849The Ethical Writing in Voltaire’s The Orphan of China / Tang Guo

解作用，形成了开明专制的理念。统治者“利他”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源于个

人的认知能力和“善良意志”。伏尔泰认为，法国君主亦应借鉴中国范本，依

靠“美德”维持住法国的历史进程，使文化慧命于不绝。在第五幕第六场（终

幕），成吉思汗在“专制”与“利他”之间找到了融合点，并培育了对美德真

诚与纯洁的热爱：“扎姆梯：究竟何因驱使尔如此行事？成吉思汗：乃尔等之

美德也。全剧终”（5.6, 213）。

伏尔泰通过细腻地描绘成吉思汗内心的伦理冲突和选择，不仅解构了

“专制”与“利他”的二元对立，还展示了道德主体形成的复杂性。在这个

过程中，成吉思汗的克制和思考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内心博弈突显了道德

在抑制腐化和促进社会进步中的良性作用。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

的儒家知识分子定位不谋而合，“‘道义担当精神’这一共同特质使西方近

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士大夫可以联系起来考察。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

统”（谢远笋 65）。伊达美和扎姆梯作为剧中的儒家官员，在客观上表达了

人民对现实权威的不满，缓和了君主与人民的直接冲突。而成吉思汗依靠德

化克服了暴躁、情感冲动，这也说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构建主要依赖于作为

人类认知能力的理性，而非欲望等非理性因素。这种君王任用贤臣，贤臣优

化君王的社会管理模式，不仅深化了《中国孤儿》中对伦理问题的探讨，也

契合伏尔泰对开明专制的政治愿景。

四、文体裂变：《中国孤儿》的悲喜剧解构

自古以来，悲剧被西方文学界视为至高无上的文学形式，遵循着一套严密

而规范的审美原则。以拉辛（Jean Racine）、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等为代

表的法国古典悲剧，结局往往走向死亡与毁灭。然而，《中国孤儿》打破了这

一范式，展现了在不同伦理环境下文学定义的多样性。通过对戏剧中刚性二元

框架的层层解构，伏尔泰创造出一个美德战胜野蛮的大团圆结局，这不仅与西

方古典悲剧的传统规则不符，也引发了当时观众对于戏剧体裁内涵与外延的激

烈讨论。

在分析《中国孤儿》的文体裂变，即从传统悲剧到悲喜剧的转化中，可

以观察到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决策和价值观念对人物命运和故事结局的影

响，以及作者对现实世界的伦理关怀。《中国孤儿》悲喜剧界限的跨越核

心，在于对主人公成吉思汗道德觉醒的描述。这不仅是故事情节上的转

折，也是伦理驱动下的文体革新。依据原著《赵氏孤儿》的忠义故事，《中

国孤儿》的悲剧人物原应为大义凛然的英雄扎姆梯，而悲剧行为则应为其崇

高的“舍子救孤”事迹。然而，伏尔泰却将带有过失和缺陷的反派角色成吉

思汗抬升至与正面角色扎姆梯相抗衡的地位，称“中国人扎姆提和鞑靼人成

吉思汗是两个同样迷人的角色”（“Au duc de Richelieu” 499），同时，他还

把成吉思汗比作亚历山大大帝，往其人生轨迹中加入“伟大”、“征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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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因素来吸引读者的关注：“为什么每个人都读亚历山大的故事，而更伟

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故事却找不到那么多读者呢？”（“A M. Le comte de 
Schouvaloff” 172）。遵循悲剧规则，主人公理应在度过重重困阻之后，仍

无法抵抗来自社会的压力，最终走向悲剧性的结局。而《中国孤儿》整个剧

情的逻辑却明显呈现出喜剧特征，讲述了君主历经内心磨砺后终于战胜困

境，反映了政治的开明。

《中国孤儿》的悲喜混合特质在 18 世纪法国吸引了广泛的公众关注。首

先，该剧反响强烈，1755 年首演于巴黎法国国家剧院时，场场座无虚席，门

票及加座票销售一空，甚至连享有盛名的格拉菲尼夫人（Graffigny）也无票

可求：“昨天我们想去看‘成吉思汗’，却无法进入剧场。观众反应强烈，甚

至加演九场！”（248）两个月后，格拉菲尼夫人终于观看了此剧，并感概

万千：“我终于看到《中国孤儿》，其中有两三处让我泪流满面”（249）。《中

国孤儿》虽然不符合古典悲剧的特定模式，剧情的转变不再由顺境转入逆境，而

是由逆境转为顺境，然而，它却以深刻的教诲功能打动了观众的心灵。尤其

是结尾最后一句“你的美德”印证了君王克服自利的阻碍，反映了法国社会

对拥有进步人性的向往。18 世纪戏剧评论家拉 •莫利埃尔（La Molière）对于

这种喜剧结局赞赏有加，认为其中所包含的“英雄主义是何等自然！”（9）
简言之，《中国孤儿》喜剧结局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关键在于其所蕴含的社

会意义。与此同时，也不乏一些剧评家批评《中国孤儿》缺乏悲剧冲突应具

有的不可调和性。18 世纪剧评家德斯科特（Descotes）写道：“我对《中国

孤儿》持保留态度，对于成吉思汗面对汉朝儒士反抗时的“无所作为”，我

持批评态度”（152）。格林（Grimm）则指责剧中人物性格模糊：“这个横

扫天下的征服者在剧中性格模糊，他茫然不知自己想要什么。他凶残的同时

又显得优柔寡断；他过于温和，容易被他人说服”（440）。换言之，18 世纪

仍有部分观众认为，伏尔泰把冲突置于喜剧框架内的尝试不过是一种乌托邦

式设想，一个残忍的暴君不可能“进步”成一个慈爱的君主，同时也导致该

剧缺少悲剧所特有的紧张氛围。

这些反响实际上揭示了当时社会和政治动态下，伏尔泰作为启蒙时代第

三等级代表性人物的实用主义思维。他在《中国孤儿》中的文体革新不仅挑

战了传统悲剧中的固有伦理价值观，而且创造了一个既具深刻意义又与现实

紧密相连的作品。他积极参与政治讨论，频繁表达了对不同制度的见解，无

论是面对英国的自由政体和议会政权，还是法国莫普司法改革中的王权强

化，伏尔泰始终强调道德伦理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显露出他对开明君主

制这一中间政体的偏好。正是这种思维导向驱动了他在创作《中国孤儿》时

对体裁的创新，其中，他通过融合儒学元素解构了西方悲剧的内部结构，展

示了文学形式在伦理观念推动下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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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国孤儿》的伦理书写进行解读时，不仅需要关注文本的表层意

义，而更需探讨作品背后的道德议题。该剧之所以在 18 世纪法国获得成功，正

是因为它所倡导的“进步”理念。然而，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本身就富

有复杂性。《中国孤儿》所产生的不同观点正是反映了 18 世纪法国社会新旧

形态交替、新旧生产方式并存时期思想的多样与驳杂。伏尔泰支持君臣等级

制度，倡导哲学家为君主献策的同时，也呼吁人人平等。尽管有人质疑伏尔

泰的观点无法称得上改革，然而，改革与回归之间的界限实则模糊。在改编

的过程中，伏尔泰采取的解构策略并非对原作的单纯否定或破坏，而是以儒

家思想从作品内部进行重新诠释和构建。这种方法不仅扩展了原作的意义层

次，还将东方哲学与西方政治思想相结合，展现了启蒙理念在跨文化语境下

的多样性。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可以看到《中国孤儿》在人物性格和

道德决策上的深刻描写，突显了文学在探索人性深层面，挖掘道德困境及其

解决方案上的独特价值。伏尔泰通过自己的作品寻求一种以道德为基础的文

明结构，他的这种追求并非空想，而是基于对现实的关注和考量。在他的思

想体系中，承认开明专制并非是对愚昧和黑暗的妥协，反而是出于理论逻辑

的需要。正如他所写：“假若法国人不那般法国，那我笔下的中国人将更为

中国，我的成吉思汗也会更鞑靼”（“A César Chesneau du Marsais” 580）。伏

尔泰追求一种让哲学思想可以自由表达的宽松气氛，一种从上至下强有力实

行德化的文明社会，一种超越以暴易暴恶性循环的进步可能。《中国孤儿》

中勾勒出的开明专制理想图景，恰恰彰显了伏尔泰非虚妄理想主义者，而是

关注现实的实务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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